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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 3 个抵制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的集体抗争行动过程的描述发现，网络时代中国环境领域
的集体行动是从启动社交媒体平台开始的，但随着集体行动的延续，创建组织成为行动者的期望并进而
发展成为行动尝试和实践，而在创立组织受阻后又转向倚赖社交媒体。案例比较表明，组织和社交媒体
在不同环境集体行动的决策和动员过程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由此构筑起网络时代环境集体行动的 3
种类型: 组织驱动型集体行动、自组织集体行动和媒介主导型集体行动，不同集体行动类型的生成，是社
会政治因素、网络技术因素与行动者主体因素多重制约的结果。3 种集体行动类型也可以用于中国其他
领域集体行动类型的概括。总体而言，在集体行动中，社交媒体虽然具有实现行动决策和资源动员的可
能，但从行动者的选择逻辑和基于社交媒体的行动网络存在的限度来看，组织的意义并未被消解，传统
的组织也并没有完全被社交媒体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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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鉴于中国的社会政治情境中，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所面临的合法性困境和安全性困境［1］，“组
织”一度成为一个极其复杂而深邃的议题: 一方面，组织可以为集体行动的动员和发展提供支撑;
另一方面，因组织对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威胁，组织的创立往往会授人以柄甚至受到压制。这种
矛盾也导致了学术研究对集体行动是否有组织以及组织化程度的观察和讨论并在农村研究中形
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取向: 其一，在“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下，认为底层民众的抗争具有了明显的
组织性，是一种“有组织抗争”［2］; 其二，在“草根动员”的解释范式下，认为底层民众虽然在进行动
员时表现出精心组织的面向，但依然呈现出一种“弱组织”状态［1］。对于城市的社会运动，一贯得
到认同的是，“那些具有相应组织化行动能力的知识分子、中产阶层，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亦缺乏以
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来变革制度的政治 /法律空间”［3］。因此，一个初步的观察是，虽然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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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在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中依然若隐若现，但是，去组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行动者的主动选择。
并且，这样一种去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网络虚拟串联和网络传播实现的［4］。
随着城市信息网络建设和应用的不断加强，互联网正深入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小区业主
论坛、QQ 群为代表的社区媒体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因环境污染及垃
圾处理设施选址等问题引发的抗争呈现日渐增多的趋势，在这些环境抗争事件中经常可以看到，
行动者通过社交媒体进行集体行动动员。结合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面临的“组织”困境来考虑，在
网络时代，集体行动自然会对新兴、便捷的社交媒体加以运用。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行动者对
社交媒体的应用能够达到何种程度? 同时，在组织化行动的政治 /法律空间有限的情境下，行动者
对传统组织形式，尤其是组织本身的取舍逻辑如何? 换言之，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技术环境
中，行动者究竟是会创建传统意义上的组织，还是会选择倚赖社交媒体? 在此基础上，如何勾画出
网络时代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的综合图景? 本文力图通过翔实的案例比较研究，对上述问题
予以回答。
二、文献回顾: 社会运动中的组织与社交媒体
从学术源流来看，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应置于社会运动的脉络中予以探讨。从理论视角来
看，由于面临同样的问题或困境，对于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在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理论框架下予
以审视更为恰切。因此，下文将从网络时代社会运动的相关研究中，寻找审视网络时代中国环境
领域的集体行动的有益资源。
网络技术和网络社会带来了社会运动组织层面的策略变化［5］。从结构上看，在社会运动中存
在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从小规模的非正式地方团体到国家层次的有正规会员资格的组织，再到
分权或集权的跨国组织以及世界范围的但却松散联结的网络［6］，其中，组织和社交媒体是两大核
心组织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对于组织在社会运动中的位置和作用的探索和拷问以及基于互联网
的社交媒体对传统的组织( 形式) 造成了怎样的冲击等问题构成了网络时代社会运动研究的重要
议题。统观目前学界的研究文献，可以概括出 3 种主要的判断和研究取向。
1． 社交媒体作为组织的工具
这一取向的研究大多关注社会运动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及使用形式。例如，在各种社会运动
中，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等组织利用邮件列表、论坛、网站等网络技术所提供的方式传递信息，
促进内部沟通和联络，并借此与其他团体进行沟通［7］。一些正式的政治组织也发现日益完善、无
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可以帮助他们降低开展动员和协调所耗费的资源成本［8］。但是，使用社交媒体
技术可能会影响组织的内部结构，包括权力结构，改变组织自上而下的沟通方式［9］。也有学者认
为，社会媒体的使用并没有改变组织活动的根本原则，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即当组织愿意降低对
集体身份 /认同保持一致的要求，从而接受参与者之间建立更为个人化的社交网络时，可以改变组
织的“游戏规则”［6］。总体而言，这一取向的研究倾向于将社交媒体视为社会运动所需的传统组织
的工具，但仅仅是作为组织所使用的各种媒介中的一种，被整合到传统的组织实践中。
2． 社交媒体对组织的消解
社交媒体既能被庞大的、强有力的组织所运用，也能被有着广泛地理延伸的非正式网络所运
用，后者则展现了在传统组织和资源累积缺失的情况下，人们利用网络技术实现社会运动基本功
15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能的能力。然而，互联网能够实现快速传播、即时聚合、突破信息封锁以及提供实时现场信息，加
速扩散，这与传统意义上作为社会运动中枢的组织所能发挥的功能相去甚远。也因此，这种新兴
的组织形式被认为可以取代传统的组织和组织形式，形成对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组织的意义的削弱
甚至消解。
这种削弱与消解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领袖不再成为必要。少数积极分子可以通过互联网而
组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形成一种新的组织模式［10］。维基社区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产
生了一种“无领袖”组织模式，并因此挑战了寡头政治观点［11］。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寡
头政治的消失，而是产生一种新形式的寡头———“理念”寡头( “ideational”oligarchy) ，包括已有的
领袖以及那些掌握着广泛传播方式和技术的人，他们会阻碍那些试图取代他们角色的团体和个
体［12］。二是改变了传统的、垂直的和科层化的组织在社会运动中的位置和作用。传统意义上的
组织在社会运动中很难再被观察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运动几乎没有传统的正式组织的参与，缺乏
成员名单、章程、主席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社会运动的非正式、碎片化甚至是无组织的特征会越
来越普遍。并且，正式的组织失去了成员，组织关系正被大规模、流动性的社交网络取代［6］。对
此，有学者认为，并非数字媒体行动正在取代正式组织，而是它也能够实现正式组织的协调功能。
威尔士提出，许多年轻人在政治运动中转向使用非垂直的、个人化的数字媒体，是因为他们本身漠
视和拒绝传统的、制度化形式的政治和组织。因此，行动方式并不是技术的产物，而实际上是参与
者心态的产物［13］。
3． 社交媒体与组织互为补充
社交媒体在短时期内产生的巨大效应让人们的乐观心理展露无遗，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学者
的慎思甚至悲观，这可以通过 3 种相互联系的观点体现出来: 其一，网络动员和参与形式被认为是
对人们参与心理的浅层满足［14］。参与在线行动会让行动者“感觉良好”，以致没有意向再转化为
现实世界中的行动。因此，对网络组织和行动所做的宣传不仅言过其实，甚至它还会成为现实行
动的阻碍，滋生懒汉行动主义( slacktivism) ［15］。其二，基于互联网而建立的联系是一种弱关系，水
平而非垂直的结构使其很难导向高风险的行动，而只适用于低风险的情况［16］。由于缺乏传统组
织的激励机制和决策机制，一些网络团体在建立之后就陷入了“等待戈多”的境地，因为他们不知
道接下来该干什么。其三，在线网络是与制度政治分离的，这意味着行动者难以将其影响力施加
于制度［17］。例如，“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拒绝正式领导和政策，却是以其声音不被正式权力倾
听，并丧失接触正式权力的渠道为代价的［13］。概言之，网络组织形式难以带来重要的社会变迁或
变革，甚至难以实现小范围的社会改良，而只能产生浅层奉献［15］190。因此，传统的组织( 形式) 被
认为依然不可或缺。
赵鼎新指出，“大多数社会运动，特别是那些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动员离不开传统意义上的组
织、社会网络和空间环境，而互联网在这样的动员中所起的可能只是一个辅助作用”［18］。琼斯针
对左翼组织的研究发现，社会媒体可以成为传统左翼组织的有益补充，但它的作用不应被夸大，更
不能盲目、武断地相信或宣称它可以取代后者，而应该思考它在巩固和重建组织方面可以发挥何
种作用［19］。卡普也指出，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何种组织形式在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境和技
术环境中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了解事件是如何成功地将网络
媒体所产生的创造力和能量，与只能在组织中找到的战略能力相结合，或者说传统组织形式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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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化、创造性的表达是如何联系到一起的［13］。
班尼特等学者的新近研究所做的正是这方面的努力，他们首先区分了建立在互联网上共享的
个人化内容基础上的“连结性行动”( connective action) 的逻辑与我们熟悉的高度组织化的、形成集
体身份 /认同的“集体性行动”( collective action) 的逻辑。在区分两种行动逻辑的基础上，班尼特等
提出了大规模行动网络的 3 种理想化类型，分别是自组织网络( self organizing networks) 、组织驱动
型网络( organizationally enabled networks) 和 组 织 代 理 型 网 络 ( organizationally brokered networks) 。
其中，自组织网络和组织驱动型网络属于连结性行动，在自组织网络中，很少或无组织协调行动，
社会运动避免现有的正式组织的介入; 在组织驱动型网络中，松散的组织存在于松散的相互连接
的网络中，协调行动; 组织代理型网络为传统的社会运动，强大的组织运用社交技术来组织参与和
协调目标及行动［6］。
那么，置于国际学术的脉络里，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又该包括哪些类型? 基于已有研究
的启发，下文将以现实的案例为基础进行阐发。
三、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 B 市和 G 市 3 个抵制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的集体抗争行动案例进行比较分析( 见表
1) 。案例的择取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案例爆发时间的序列特征及其与网络技术环境的
关联性。3 个案例分别于 2006 年、2009 年和 2011 年启动社会运动，并分别于 2011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结束。从 2006 年到 2012 年，中国的环境类集体行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互联网技术不
断推陈出新，并开始影响运动的特点与走向［20］。第二，行动的持续性。持续性是网络动员的关
键［15］。3 个案例的持续时间都长达 3 个月以上，理论上会将互联网快速聚集人群的优势削弱［21］，
并对组织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3 个案例发生的地点 L 区、P 区和 X 区均为城市商品住宅
区，网络全覆盖，居民普遍受过良好教育，属于城市中等阶层，在权利意识和行动力方面具有一致
性，这为发现其共同的行动和组织逻辑奠定了基础。第四，L 区和 X 区同属 B 市，P 区隶属 G 市，
分别为同城比较和城市间比较提供了条件。第五，3 个案例的结果最终皆如业主所愿，即政府宣布
缓建、迁址或弃建。由此，对组织形式与行动结果之间关联进行讨论的意义让步于对组织方式和
过程本身的探讨。
本研究的案例资料部分来自媒体信息，包括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 部分来自笔者的在线参与
观察与线下访谈①。媒体报道与参与观察的相互补充和印证，为尽可能地还原和揭示组织发展的
过程和意义提供了可能。
表 1 3 个案例概况
案例 时间 地点 主要参与小区 社会运动诉求 结果
L 2006. 08—2011. 01 B 市 L 区 ZHF 小区、BWM 小区 反对垃圾焚烧厂选址 缓建—弃建
P 2009. 09—2009. 12 G 市 P 区 LJ 小区、HLW 小区、BGY 小区 反对垃圾焚烧厂选址 缓建—停建
X 2011. 11—2012. 06 B 市 X 区 LXX 小区、LX 小区、BY 小区 反对餐厨垃圾站选址 重新选址
35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按照学术惯例，本文对所涉核心案例的地名和人物等信息做了匿名处理，本文承诺，所使用的网名仅用作学术目的。
四、集体行动的“组织”选择路径
在 3 个抵制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的集体抗争行动案例中，行动者究竟是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来进
行集体行动动员的? 面对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行动者对待创建组织是何种态度? 又有哪些具体
的实践? 社交媒体和组织是如何动态地贯穿于整个集体抗争动员过程中的?
1． 启动社交媒体的迅疾
公共项目选址和建设的消息大多由业主论坛散播开来。案例 L 主要发生在 ZHF 小区和 BWM
小区。2006 年 8 月 29 日，“HOME2006”在 ZHF 小区业主论坛创建记录垃圾场臭味扰民的帖子，
跟帖数百，点击过万; 9 月 5 日，“ＲENNICE”发帖称，他从中国建设招标网上，查到有关 L 垃圾焚烧
发电厂项目的招标情况，引发热议。上述两个帖子的发布激发了 L 区居民的情绪和权利意识，社
会运动的动员序幕由此开启。ZHF 小区业主论坛也从此成为信息发布和动员的重要阵地，随之，“ZHF
小区—我们的家”等业主 QQ 群陆续建立或动员起来，“bfc99”“乾翁”等网友尤其活跃。
案例 P 来自 HLW 小区、BGY 小区和 LJ 小区进行的抵制垃圾焚烧厂行动。垃圾厂选址的信息
爆出后，2009 年 10 月 12 日，“kingbird”建立了专门反对垃圾焚烧的 QQ 群，起名“垃圾讨论关注”，
很快 200 个名额就被加满; 10 月 16 日，“JWJ 论坛”首页开辟“垃圾焚烧专版”，大量网民点击和发
帖; 从 10 月 16 日起，论坛正式成为反对垃圾焚烧事件中居民意见表达的平台。为了让政府倾听
社区居民的呼声，他们积极运用社区论坛、QQ 和微博等平台展开组织和动员，也正是在这些网络
空间里，造就了“樱桃白”“阿加西”与“巴索风云”等“风云人物”。
案例 X 的故事主要由 LXX 小区、LX 小区和 BY 小区居民构建。2011 年 11 月 3 日，LXX 小区
业主论坛上的一条有关垃圾站选址的消息被置顶，“大家组织一下吧”的号召引来了众多跟帖，拉
开了 X 区业主抵制垃圾站的序幕，“建五”是论坛的主要管理员。而后，专门讨论垃圾站议题的
“反垃圾 QQ 群”很快建立，“新硅谷 C4－Dream 许”是核心管理员。11 月 11 日，小区专业 IT 人员
“FW”制作的用于投票和发布信息的 youmyth 网站启用，“FW”运作这一网站。
2． 创设组织的尝试
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很快就有不少业主不再满足于这些社交媒体。案例 L 中，2006 年 11 月
6 日，“kaku 妈妈”提出，“迫切需要一个组织，加强宣传，群策群力”; 12 月 21 日，“bfc99”发帖号召
在 ZHF 小区会所召开关于垃圾场问题的行动交流会，重点讨论成立行动筹备组，以分工负责的方式
实施下一步行动; 12 月 24 日，“LYZHAO”连夜草拟了“第一阶段活动方案( 草案) ”，详细规定组织的特
别要求、领导机构构成和职能分工。领导机构全称为“行政投诉和行政诉讼活动领导机构指挥中心”，或
简称“行动筹备组”，由财务小组、宣传小组、法律小组、推进小组共同组成( 见表 2) 。“第一阶段活动方
案( 草案) ”还规定，各小组“统一接受指挥中心负责人的领导，通过集体决策共同确定活动方案”，“各小
组分别由专人负责，对所负责工作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及时沟通，以确保目标的达成”。
与此同时，BWM 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为业委会的成立作相关准备。进而，“为了发挥
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同时，也为了兼顾效率”，筹备委员会吸收 ZHF 小区居民，扩大规模成立维权核心小
组。2007 年 1 月 8 日，维权核心小组名单公布( 包含网名、邮箱地址和所属小区 3 个方面的信息) ，初期
共包含 15 位业主，其中 7 位为 ZHF 小区业主，8 位是 BWM 小区业主。在特定的准入资格基础上，还规
定了“该小组成员不是一成不变的，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减”。1 月 14 日，维权核心小组综合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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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建议，确定了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涉及宣传工作、向政府部门递送材料以及招募写作人员
和环保、法律等方面的专业人员等事宜。
表 2 案例 L 行动筹备组职能分工
职 能 工作内容
指挥中心
根据集体决策确定活动形式、宣传形式、财务支配形式; 负责人员召集、调度和安排; 对任务完成情况
进行督导和跟踪; 活动通知发布，代表各社区向政府有关部门送达行政投诉书
财务小组 负责对活动所需募集资金的保管，听从指挥中心的安排实施资金的调配使用
宣传小组 负责收集国内外垃圾焚烧场建设的相关资料，撰写行政投诉、诉讼书及告全体社区业主书和新闻通稿
法律小组 负责掌控活动形式和对外言论是否违反法律程序，并给予指导
推进小组
负责相关媒体的联系，调研相关社区业委会、居委会对垃圾焚烧场建立问题的意见和建议，送达活动
倡议书争取上述机构和部门的支持，收集上述社区人员的签名
案例 X 中，2011 年 11 月 5 日，“新硅谷 C4－Dream 许”即向反垃圾 QQ 群友发布了“临时委员
会建立流程草案”，表示“为了确保最终目标行之有效，各小区管理员一致同意建立行之有效的组
织”。“临时委员会建立流程草案”规定，“群主确保周边大部分社区业主加入相应社区群后，由群
内业主自愿加入业主临时委员会( 为使之更有效率，每小区限 2 人) ，此业主临时委员会为核心组
织，各区 /业主必须服从临时委员会统一协调，统一行动”。“临时委员会建立流程草案”还明确了
加入临时委员会的步骤和条件等( 见表 3) 。然而，临时委员会一直没有正式成立，但是，基于以往
集体收房事件所创建的 LXX 小区业主自助委员会得以在其中发挥些许作用。此外，LX 小区和 BY
小区业委会在组织业主签字和填表方面取得不错的效果，促动 LXX 小区业委会的成立。
表 3 案例 X 临时委员会相关条款
工作步骤和
加入条件
条 款
步骤
1． 临时委员会成员平时协助群管理员收集和统计各自群业主意见
2． 组织定期见面会谈
3． 商讨并执行计划 ( 各代表提前记录各区 /群有专业能力的业主，方便领取和执行任务)
4． 向各自群发布临时委员会会议情况
5． 再收集意见反馈，如此循环反复以达到最终效果
6． 商讨原则，一人一票，2 /3 票数通过即为有效
加入之
条件
1． 热爱社区，热心公益事业，有承担责任的勇气，有不怕困难之决心
2． 有环境、地产、媒体、网络论坛、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任一相关专业知识或从业经验
3． 每天有累计 4 小时以上网络在线时间，并熟悉网络在线交流工具
4． 服从临时委员会决议，协调群管理员安排临时委员会决议，避免业主单独行动导致任何不安全
和无效的行为发生
5． 年满 18 周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男女不限
以上条件，满足一条即可报名
P 区业主并非如 L 区和 X 区业主一样，表现出创建实体组织的迫切。然而在 P 区的集体行动
发起一个月后，有业主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弊病:“更多时候是各自为战，严重缺乏组织力量，很多资
源、意见、力量都无法很好地整合”。“Kingbird”更是明确表达了对组织起来的期望，“很多业主想
为焚烧厂的事情出力，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会议组织”。
由此可见，一方面，在 3 个案例中，行动者都未把网络平台当作真正意义上的“组织”; 另一方
面，创设一个能够整合力量的实体组织，曾成为各区行动者的期望和愿景。但结果正如我们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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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创建了组织，一个试图成立组织但遭遇挫折而夭折，而另一个不曾付诸实践。
3． 隐弃组织的理性
当行动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参与者越发意识到组织的成立可能会使其“合法”的行动转变性
质。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社会运动没有任何组织的存在，反而可以为其行动的合法性添加筹码，甚
至因此获得更多外在力量的同情和支持。由此，隐弃组织成为行动者的不二选择，其希冀达到的，
就是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即他们不需要组织，他们也不曾创立任何组织，以此构建起自我保护的
重要机制。
如此，创立了组织的，予以隐匿。① 不以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名称发号施令。在案例 L 和案
例 X 中，我们分别都能看到业主以实体组织的名义进行动员的经历，如 X 区业主以业主自助委员
会的名义发布“散步”的公开信，P 区业主以行动小组的名义提出“发起一次合法的社会运动”的倡
议以及募集资金和招募志愿者等。在意识到行动的危险性之后，这些组织从此在集体动员的文本
中销声匿迹，并转化为非公开活动。② 对外宣称“无组织”。这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不以组织名
义与政府部门接触或谈判，二是对社会、媒体宣称“无组织”。
意图创立组织的，予以彻底放弃。X 区业主虽然为临时委员会的成立做了很多筹备工作，但
仍然选择放弃。P 区业主未进行组织构建的尝试，直到“无组织，有理性!”的口号成为一种光环，
其权变所带来的效应也得到了验证。
无论是否创设组织，行动者都表现出对领导者予以保护的审慎。一方面，虽然在遇到问题和
遭到利益侵害时，普通业主很自然地流露出“还是要有人出头”“希望有人能把大家组织起来的”
的愿望，一些普通业主甚至会不自觉地暴露组织者的存在，发出“还是希望我们的组织者和他们沟
通”的信号; 另一方面，行动者在各种场合所强调的“没有组织者”、没有“领头羊”、只有“志愿者”
以及对特定活动所作的“特别说明”，又将一种小心谨慎且着意保护的心理展露无遗，这种无意识
地暴露和有意识地掩护的矛盾心理，不时流露出来。
4． 凸显社交媒体的刻意
与之并行不悖的，是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作用被凸显甚至放大。无论是创立了组织的社会运
动，还是没有任何组织的社会运动，所有行动者的代号都是具有个性特色的网名。在面对媒体回
顾事件时，“感谢网络!”这样的语词不时地从 P 区业主的口中冒出。的确，案例 P 完全依托社交
媒体进行动员: 从反建议题的问题化、诉求的调整到运动框架的构建以及线下行动的协调、召集，
都是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商讨，在征集网民意见的基础上再做出决策的，如晒车大会、车贴行动的发
起，都是在业主论坛发布信息、讨论和决策。2009 年 11 月 23 日上千名业主及村民的“散步”活
动，也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动员实现的快速聚集。
X 区业主同样依托业主论坛和业主 QQ 群进行协商和动员，不同的是，反垃圾 QQ 群和自制抗
议网站的运用( 尤其是后者) ，将社会运动的网络技术应用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自创的抗
议网站上的在线投票数达上百次; 二次环评公示期间的 8 000 余份环评意见书，就是在各网络平台
上的大规模宣传，辅助线下的“扫楼”动员下完成的，以致最终取得的成功被谑称为“码农的胜
利”。无论是“感谢网络!”还是“码农的胜利”，都是互联网作用的彰显。
而在案例 L 中，业主论坛虽然自始至终承载着信息发布的作用，但很多时候，组织者只是将网
络平台视为一种信息发布和动员的工具加以有意无意地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表现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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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组织形式作用的凸显。这种刻意，又像是某种“障眼法”，对组织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掩护。
5． 倚赖社交媒体的限度
然而，互联网并非总是能令人满意。3 个案例中初期创立传统组织的意愿表达，侧面反映了行
动者们对网络组织方式的质疑。成立组织受挫后，随着行动的持续，这一问题更加凸现。要达成
目标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如何使社会运动维续下去以达成目标成为问题的关键，也成为各组织方
式所面临的挑战。如此，即使完全依托网络平台进行动员的案例 P，也在必要的时候采用了线下会
议等传统的组织动员方式加强效果，“206 会议”的多次召集便是例证。但是，就案例 P 而言，人们
的行动热情是被一步步激发出来的，在酝酿了数月之后，于 2009 年 11 月 23 日启动大规模社会运
动，由此得到了政府“暂缓项目选址和建设工作”的回应。社会运动也在业主热情最高涨的阶段得
以告一段落，这也便无需再对参与者和组织者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
在案例 L 中，运动“战线”很长，持续了数年时间，但在最初阶段，只是通过行政复议或上访等
行动表达诉求，一直维持着不温不火的集体活动，在一年以后汇聚为一场愤慨情绪的大爆发并生
成千人抗议行动，而后续的行动又持续了数年。而案例 X 中，社会运动动员启动数日后，就在“散
步”行动中达到了高峰，随后的延续性行动，都是小范围的群聚和琐碎事务的处理工作，而这样的
阶段又持续了数月。与案例 L 相似的是，案例 X 公开的社会运动虽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媒体的
关注，但并没有马上获得相关方面的确切回应。
由此可见，对组织和行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的是案例 L 和案例 X。不同的是，案例 L 中，有传
统组织的运作和策划，从整个运动历程来看，有条不紊的社会运动在组织的策划下得以继续，尽管
参与者是以特定的少部分人为主。因此，问题的焦点在于，主要依托网络平台进行动员的 X 区业
主在行动维持阶段的表现如何。实际情况是，在案例 X 中后期阶段，业主论坛和 QQ 群里的“牢
骚”甚至“不满”，给依然火热的网上讨论氛围泼了一些冷水，尤其是意见领袖“白猫”多次表现出
的对参与状况的失望和无奈，暴露出了依托互联网进行动员的限度，即对浅层行动的有效性而对
深层行动的乏力［22］。
五、网络时代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的类型及影响因素
基于以上陈述，我们对组织和社交媒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表现已有了初步的印象。那么，组织
和社交媒体分别在各案例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或者说，两者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并促使集体行动得
以向前发展的? 进一步而言，根据不同的组合，如何区分网络时代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的类
型? 对不同类型进行判定的依据是什么? 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以下将尝试对这些相互关联的问
题予以回答。
1． 组织与社交媒体在集体行动中的定位及环境领域集体行动的类型
各案例所运用的“组织”及社交媒体类型见表 4，其中，行动筹备组具有章程和明确的分工，对
资金来源有明确的规定和管理方法，并曾以组织的名称来发号施令。核心小组虽然不具有正式的
章程，但有确定的准入资格，成员相对固定。业主自助委员会与核心小组类似。这些组织因其临
时性特征且都是在制度外自发成立的草根组织，因此，难以获得正式制度的认可或批准，皆属于非
正式组织，与能够获得制度认可的业主委员会相对应，后者也是业主维权的唯一合法组织［23］。值
得一提的是，在本文的案例中，业委会的实际作用并不突出: 已成立业委会的小区，业委会处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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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状态; 未成立业委会的小区，在环境运动大潮的推动下，积极筹建，但行动结束后才初具形
态①。并且，在 3 个案例中，集体行动的组织和动员，都是由积极分子组建的“领导团体”来引领。
表 4 环境领域集体行动中的“组织”和社交媒体
案例
行动
要素
L P X
组织
非正式组织 正式组织 非正式组织 正式组织 非正式组织 正式组织
行动筹备组、
核心小组
业委会 — 业委会
临时委 员 会、业
主自助委员会
业委会
社交媒体 ZHF、BWM 业主论坛，业主 QQ 群 JWJ 业主论坛，业主 QQ 群
youmyth 网 站、反 垃 圾 QQ 群，业
主 QQ 群，LXX 业主论坛
积极分子
“bfc99”“黄老师”“反对建垃圾焚
烧厂”“乾翁”“海之泪”
“巴索风云”“kingbird”“阿加西”
“樱桃白”、姚姨、郭老、苏老
“白猫”“新 硅 谷 C4 －Dream 许”
“建五”“FW”
在集体行动中，一方面，要生成行动决策和计划，这涉及决策过程; 另一方面，信息要得以传递
和扩散，这涉及动员过程。从 3 个案例的组织选择路径和组织形式应用来看，动员或信息传递所
倚赖的主要都是社交媒体，但在决策方面，在不同的案例对组织和社交媒体的倚重并不一致。基
于此，可以初步发现 3 种不同的结合，并确立 3 种不同的组织模式( 见表 5) 。
( 1) 组织驱动型集体行动
这种集体行动以案例 L 为参照。在案例 L 中，行动的决策主要由行动筹备组和核心小组做
出，随后，组织成员再将活动相关信息、意见和建议在业主论坛或 QQ 群上以“通报”的形式向小区
居民传播。根据笔者统计，业主论坛上以“通报”为题发布的信息逾 20 条。“通报”所折射的，一
方面是业已生成的决策，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参与者线下活动状况的再现，进行进一步动员，因此，
从决策的角度而言，组织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而社交媒体只是组织成员间相互联络和传递信息
的工具。从动员和信息传递的角度而言，社交媒体发挥着主导作用，但这显然得益于组织的幕后
操作，因此，由于组织的幕后运作及其对全局的掌控作用，组织驱动着集体行动向前发展，社交媒
体则更多呈现为组织的工具，成为一种补充或延伸。
( 2) 自组织型集体行动
这种集体行动以案例 P 为参照。P 区业主并未成立任何传统形式的组织，并主动避免组织的
介入，组织的缺失，使其完全依托社交媒体维持集体行动。在社区论坛和 QQ 群上，参与者经由表
达、协商和辩论等方式，形成集中意见，以引导和协调行动。针对具体的行动实施，参与者在社交
媒体上进行号召、动员。尽管如此，社交媒体在协调行动中的作用不应该被无限度夸大。从案例
过程中可见，在特定情况下，面对面的会议或互动依然很重要( 如“206 会议”“1220 会议”的召
开) 。总体而言，在这一模式中，社交媒体基本上完成了原本需要组织进行的行动联络、协调和动
员等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甚至超越了组织的功能。由于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指令，整个行动系
统在积极分子的引导下，协调地、自动地形成了有序的、相对民主的动员和决策模式，可以概括为
自组织型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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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成立业委会本身并非易事，而成立后的业委会也很容易失去独立性，以至于限制其在集体抗争中作用的
发挥。可参见: 徐琴．转型社会的权力再分配———对城市业主维权困境的解读［J］．学海，2007( 2) : 123－128．
( 3) 媒介主导型集体行动
这种集体行动以案例 X 为参照。在案例 X 中，经过精心筹备的临时委员会未能成立，但业主
自助委员会一直存在，并在特定的时候发挥其作用。然而与案例 L 不同，案例 X 业主自助委员会
在“散步”行动后便在公开文本中销声匿迹，转为隐性存在，后续的行动主要由各社交媒体的管理
员或意见领袖主导意见协商，形成决策和计划，并依托社交网络进行信息传递而产生社会动员的
力量。因此，除了“散步”行动是经由组织依托互联网进行动员之外，其他行动都是倚赖社交媒体
而得以开展。而隐性存在的组织( 业主自助委员会) ，在网络信息传递和动员的基础上，对网络动
员进行进一步强化，并在必要的时候展开线下二次动员，动员亲友、邻里网络［22］，实现对社交媒体
动员效果的加强。社交媒体无论是在决策还是信息扩散、传递过程中都居于主导地位，组织则对
之予以辅助。由于社交媒体不仅推动着集体行动向前发展，也对隐性存在的组织具有鞭策和联合
的作用，因故归为媒介主导型集体行动。
表 5 组织与社交媒体在集体行动中的定位及类型划分
案例
类型
L P X
决策生成 信息传递 决策生成 信息传递 决策生成 信息传递
组织 主导 辅助 缺失 缺失 辅助 辅助
社交媒体 辅助 主导 替代 替代 主导 主导
集体行动类型 组织驱动型 自组织型 媒介主导型
2． 不同类型集体行动生成的影响因素
至于为什么会生成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笔者认为，有 5 个方面的因素( 见表 6) 。
( 1) 对“有组织”的政治认知的强化
2005 年以来，国内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与环境议题相关的环境抗争或运动，并以 2007 年
厦门 PX 事件为转折点，进入凸显期，引起了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国家既要在社会力
量的博弈中平衡利益格局，也要维持大局稳定; 另一方面，涉及组织，政府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
分类控制策略，对具有现实挑战能力的组织，实行禁止［24］，使得组织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
在这种情境之下，对于行动者而言，他们也会意识到“有组织”存在风险及必须“踩线不越
线”［1］。这种对体制运作规则的基本认知和行动共识主要来源于行动者的生活经历和维权历
练［25］，此外，便是来自于其他环境运动的扩散及对其进行的模仿。作为环境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厦门 PX 事件开启了城市居民和平、理性维权的序幕，也以其借助短信、互联网等新技术力量推动
运动，影响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特征而广为传播［20］。这也意味着，环境抗争的动员在组织层面具
有更多的可能，实体组织并非推动运动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此为节点，厦门 PX 事件及其后
的环境抗争都会宣扬一点，也即在法律框架内开展行动并尽量避免触碰体制的敏感点，其中就包
含对成立组织的谨慎和对“领头羊”的保护。因此，在 2009 年爆发的案例 P 和 2011 年爆发的案例
X 中，行动者对于组织都保持着一种极为谨慎的态度，尤其是案例 P 中的业主对“组织”的极为清
醒和理性的认知。而在 2006 年爆发的案例 L 中，行动者创立组织的顾虑并没有那么多。在组织
运作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客观的政治现实与行动者主观的认知之间的连接及其对于组
织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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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城市机会结构的弹性程度
那么，发生时间相对较晚的案例 X 为何依然拥有组织，并试图建立更加规范性的组织呢? 由
于案例 X 与案例 L 发生在同一城市，结合案例 P，我们可以从城市机会结构的角度进行比较。在
多层级的弹性政治结构中，中央政府有条件地给予地方政府自主权来处理环境运动，同时保留对
地方政府的制约力，这既可以使绝大多数环境运动局限于地方层面，也可在可控范围内选择性地
为社会诉求提供表达的出口并维持国家的合法性与稳定［26］。因此，在 B 市这样多层级的政府结
构下，尤其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共存，社会组织发展的机遇也比较多［27］。从最基层政府到最
高政府以及各种不同类别的权力机关，存在着多重空隙，这就为 L 区和 X 区业主的组织实践创造
了空间。而 G 市政府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所需承担的主要责任，使他们对于制度外组织的容忍度相
对较低。P 区行动者如若建立组织，相对而言遭遇更大阻力①。
( 3) 大型集体行动的发生时间与组织成立之间的关系
行动历程尤其是高峰出现的时段，不仅会影响行动者的热情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行动的持续
性，也会对组织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因为: 一方面，集体行动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制造声
势，引起政府、媒体、社会的关注; 另一方面，由于集体行动尚属于体制外行动，在引起政府和社会
的关注后，行动遭到遏制，未取得制度认可的组织也因此可能受到打压。一般在集体上访或大规
模行动发生之后，积极分子和意见领袖都面临被瓦解的可能［28］。L 区业主在成立实体组织前后，
所从事的多为筹备行政复议等制度内活动，他们遵循着“踩线不越线”的行动策略，用合法和半合
法手段，在向政府提供行政复议材料的同时运用有节制的群体聚集手段边缘性地触响秩序的“警
铃”，直到实体组织成立半年之后，才生成了近千居民聚集于原国家环保总局门前表达抗议的大型
活动。而经历过此前长时段的活动，组织的运作已经比较成熟。X 区则不同，在“临时委员会建立
流程草案”发布几日后，数百人聚集的“散步”活动爆发，扩大的事件影响力也给组织的成立带了压
力和限制。所以，有被访者表示，是“由于时间太紧，来不及成立，而且在‘散步’事件之后，出事了，
大家也就都很低调了”。( 访谈材料，2012 年 5 月 25 日) 这也就为组织的创立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 4) 组织要素的实现难度
组织要素的实现难度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组织是否跨越多个小区。区内和跨区的不同空间
范围会对组织的成立带来不同的难度。L 区的行动筹备组和 X 区的业主自助委员会都是区内组
织，成立起来相对容易。L 区的核心小组和 X 区的临时委员会均为跨区组织，但是 L 区在反对垃
圾填埋场时已经建立起了跨区的联系网络，而 X 区则不具有这样的前期基础，因此，被访者说，“相
互之间还不熟悉，要凑起来太难了”。二是对组织成员的期望和要求。从表 3 中可见，X 区临时委
员会加入条件之一为“每天累计 4 小时以上网络在线时间”，有被访者指出，“这不太现实”。( 访
谈材料，2012 年 5 月 25 日) 可以说，这种高要求直接导致了这一组织的“半途夭折”。
( 5) 行动者的网络技术实践
在案例 L 中，行动者对 QQ 群和业主论坛的应用属于基础应用，也即基于现有的技术平台加以
06
卜玉梅 网络时代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 基于组织维度的考察
①然而，一方面，正如陈映芳所言，G 市地处边陲又紧邻香港的特殊的边缘性，可能为行动者的维权运动提供相应的可能条件;
另一方面，鉴于政府对草根 NGO 的态度是不加干预，这两者却着实为 G 市草根 NGO 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其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也得以凸显。对于环境运动而言，P 区的部分积极分子在取得一定成果之后，被吸纳进 NGO，推进进一步的环境保护行动，也证实
了 G 市特殊的机会结构及其对组织培育所具有的另一种可能。参见: 陈映芳．行动力与制度限制: 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J］．社
会学研究，2006( 4) : 1－20; 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 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5( 6) : 73－89．
利用; 在案例 P 中，行动者在业主论坛中开创垃圾焚烧板块，使得信息的发布点更加集中; 而在案
例 X 中，对 QQ 群予以创造性运用，并利用自身技术开创抗议网站。总体而言，行动者的网络技术
水平和利用互联网进行组织的能力在逐步提升，这使得行动者在创立组织受阻后，将注意力更多
地放在互联网所具有的组织潜力开发上，也使得晚近发生的环境运动对互联网的倚赖更大，社交
媒体的作用更突出。
表 6 不同集体行动类型生成的影响因素
因素
案例( 类型)
对“有组织”
风险的认知
权力结
构层级
行动历程
持续时间 高峰发生时段
组织要素难度
网络技
术应用①
L( 组织驱动型) 弱 中央—地方 长 中期 低 初级
P( 自组织型) 强 地方—地方 短 后期 — 中级
X( 媒介主导型) 强 中央—地方 较长 前期 高 高级
六、结论与讨论
组织是社会行动的场域和驱动力［29］。如果说怨恨、情感是社会运动的推力，那么，组织则是社会
运动的拉力［30］。对于网络时代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组织维度的探讨显得极为必要，因为依托
互联网互动而形成的网络社群的崛起意味着一场组织形式、社会运作流程的革命［31］。而在中国的社
会政治环境下，合法性问题的制约，使得行动者在创建组织的道路上如履薄冰。为了最大程度地动员
资源，行动者在组织化和去组织化之间徘徊的复杂心理也得到了深刻的体现。组织策略的权变性，也
使得组织维度复杂化。基于本文的案例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判断。
第一，伴随着集体行动的扩散效应，基于行动者对“组织”政治认知的逐渐强化，行动者对“组
织”的选择和应用越来越理性，显性的组织化在集体行动中越来越难以见到。
第二，在机会空间存在的情况下，作为具有勇气的行动者，他们往往也会尝试成立组织，也就
是说，只要条件允许，组织依然是行动者的志愿和选择。在机会空间越大的地方，行动者越有可能
成立组织。
第三，在大规模或有影响力的集体行动发生后，政治控制的介入会增加组织成立和运作的难
度，隐弃组织并转而走向倚赖社交媒体来维持行动，成为行动者的策略选择。
第四，网络技术提供了集体行动决策和动员的媒介，动员活动一般都是从启动社交媒体开始，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行动者技术应用水平的提升，运用社交媒体进行组织的手段也越来越成
熟。然而，社交媒体虽然能够实现行动者快速的聚集，但集体行动的持续性问题成为一大挑战，社
交媒体的限度也随之凸显。
基于以上几点，社交媒体虽然具有替代组织的技术可能，实现组织所发挥的决策和动员功能，
但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行动者组织选择的内在逻辑以及基于社交媒体的行动网络存在的限
度来看，组织以及传统的组织形式并不会完全被社交媒体所取代。因此，在这种复杂的情境和行
动者的理性运作之下，网络时代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具有 3 种不同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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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技术应用水平的高低，仅就 3 个案例之间的比较而言。
一是基于组织相对稳定的结构特性和决策能力，社交媒体进而沦为组织的辅助工具，社交媒
体虽然对于集体行动行动动员意义重大，但这依然取决于组织的幕后操作，这便构建起组织驱动
型集体行动。
二是基于组织的非规范性和特殊环境中的非公开或小范围活动的特性，社交媒体在集体行动
的决策和动员中的主导作用也随之显现出来，组织在决策中的作用不再显现，组织的动员也逐步
转变为社交媒体动员的强化和延伸，由此形成媒介主导型集体行动。
三是在组织缺失的情况下，社交媒体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以致集体行动的决策和动
员均通过社交媒体实现，构筑起自组织网络，进而替代甚至超越组织以满足集体行动决策和动员
全程的功能性需求，以此生成自组织型集体行动。
笔者认为，从组织维度来看，上述 3 种类型可以覆盖网络时代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的所
有类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 3 种类型也可以用于中国其他领域集体行动类型的概括。这是因
为: 一方面，集体行动所面临的宏观的社会政治环境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
动员的组织媒介无非就是创建实体组织和利用社交媒体两种。当然，组织和社交媒体并非是相互
排斥的，创建了组织的集体行动必然会同时使用社交媒体协助动员。正如前文提及，实际上，在中
国这样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在抗议性集体行动中，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创建组织? 假如
创建组织的话，组织的作用能否一如既往得到发挥? 进而，社交媒体在其中是发挥主导作用还是
辅助动员也取决于此。鉴于这种情形，从组织维度审视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甚至更大范围内的集
体行动，具有题中应有之义。
回到班尼特等的理论可以发现，本文所叙述的集体行动中，集体身份 /认同和个人化行动框架
的区分并不明显，当然，这与本文所选取案例诉求目标的趋同性相关，以致环境运动在问题化和框
架化以及集体身份的建构方面，具有趋同性，然而这也意味着，要区分网络时代的行动网络，应该
要有其他的判断依据。本文从决策和动员两个层面来看组织和社交媒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角色和
作用，并构建集体行动的类型，既为与西方的研究进行对话，也是中国本土集体行动的经验使然。
一方面，自组织网络与组织驱动型网络与本文的自组织集体行动和组织驱动型集体行动在形式上
具有相似性，这表明在网络社会发展的全球大潮之下，中国各类抗议性集体行动也成为世界社会
运动中的重要一环，它们在组织和社交媒体的运用方面具有趋同性; 另一方面，组织与社交媒体的
战略结合，抑或因为组织的缺位而造就的自组织模式，重塑了中国抗议性集体行动的组织化水平，
彰显了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组织困境的超越。尽管如此，集体行动的组织化程度仍
然较低，弱组织化仍然是主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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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th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s shifting from " government-led" to " multiple co-governance" ． The driving power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presents the unity of opposites within dynamic subjects and the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y power is played． To
realize a broader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China should step up its efforts in build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and
strengthen the public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 issues．
Environmental Collective Action of China in the Internet Age: A Study Based on Dimension of Organization BU Yumei
Abstract: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ree cases，the paper finds that although mobi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llective protests in the
Internet age starts from social media，creating organization becomes the expectation of actors and thereby will be put into practice
with the continuation of their struggle． However，they will shift back to social media as a tactical choice when facing obstacles to
create protest organization． Through comparison of the three cases，it is found that，organization and social media occupy different
position in different collective protests，and thus，three types of environmental collective protests are constructed: organization-driven
collective protest，self-organizing collective protest and media-led collective protest． The choice and application of organization form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soci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 and the actors themselves．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three types can also be used to summarize collective protest in other areas of China． Overall，although social media provides the
technology to mobilize resources needed in collective protests，in consideration of the internal logic and the limitation of social
media，the role of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 form is not completely replaced by social media．
On Techniques to Handle Item Missing Data and Their Efficiency Assessment : An Case Study on CNEP Scale's Application
FAN Yechao，XIAO Chenyang
Abstract: Item missing data is a common problem in quantitative research，which so far has received limited attention from Chinese
sociology． To start，this paper present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causes and mechanism of item missing data，and then reviews
three types of missing data techniques ( MDTs) : case deletion，single imputation，and multiple imputation respectively． Further，an
example study from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s carried out to assess the efficiency of several selected MDTs，which finds that the
statistical efficiency of traditional MDTs varies within different rates of missing data． Nevertheless，the paper argues that researchers
could also consider some traditional MDTs with more practical efficiency when missing data rate is relatively low ( e．g． below 5% ) ．
Food Safety Governance Ｒesearch under the " Strictest Supervision" and "Strictest Punishment":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Principal-agent Theory WANG Jining，WEI Haoran，ZHUANG Lei
Abstract: Food safety issues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is paper mainly uses the principal-agent
model to analyze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department and the food enterprise，and
analyzes the economy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the " strictest supervision" and " strictest punishment" ．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mproving the intensity of supervision and punishment can effectively encourage food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ir efforts，thus
enhancing the safety of food． At the same time，the level of efforts of food enterprises is also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market size
and price，and different types of foods are affected in different ways．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afety Supervision in Chinese Dairy Products: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 and Binomial Logistic Ｒegression YANG Qi，PEI Lei，WEI Xuming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gulatory situation efficiently，this paper builds an index system of China's dairy products safety
supervision on sales status． Based on the 307 705 survey data acquired from 1 501 online and offline dairy stores，we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afety supervision of dairy products in China with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Dairy sales channels are still the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situation of dairy product safety supervision in sales link and the
online situation is not optimistic． Dairy sales staff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is the key factor of the situation of dairy product safety
supervision in sales link and strengthening safety regulation to them will help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dairy products safety supervision
in sales link．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dairy product sales qualification has fewer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the situation of dairy
product safety supervision in sales link．
Impact of Charitable Donation on Cost of Equity Capital: An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Industries and Non-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Industries YOU Huicheng，LIU Ye，MA Beili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vestor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charity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donations on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from the aspect of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industries ( ESIs ) and non-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industries ( NESIs ) ，using data from the 2010—2016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porate charity can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of enterprises． However，there is positive significance between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donations and cost of equity capital of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ies differences，the results find that
philanthropic donations of ESIs can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cost of equity capital． But the more philanthropic donations，the lower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of enterprises． This indicates that for most companies，the capital market does not agree with philanthropic
donation． For the ESIs，nevertheless，philanthropic donation can bring a legitimate image to the company，gain investors' favor and
reduce the cost of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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